
 

 

如何实现“防止返贫”的长效性？
−基于政企协同的角度

徐    娟1，童胡艺1，徐久香2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统计与数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2.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10）

摘　要：我国目前已经基本取得了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和贫困县全部“摘帽”

的伟大成就，但扶贫工作没有因此终结。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就是需要构建“防止返贫”的长效机

制，充分保障脱贫成效的可持续性，最终实现“防止返贫”的长效性。政府试图通过政策推动政企合

作来实现这一目标，然而如何激发企业的内驱力和保持其扶贫行为的可持续性？较少有文献关注。

文章通过构建政策导向影响路径和企业内驱力路径，基于稳定的政策和持续的企业帮扶行为，实现

“防止返贫”的长效性。研究发现，企业积极响应政府政策，有利于取得扶贫成效，并显著提升企业

价值，激发企业实施下一步的扶贫行为，从而形成长效机制。此外，在产业、就业、教育、生态及医疗

帮扶方式中，产业帮扶和就业帮扶的效果更好。文章的结论说明国家政策具有引导作用，体现了扶

贫表彰活动的积极影响以及对企业价值提升的重要作用。文章的结论也为进一步完善激励政策提

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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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20 年，我国基本取得了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和贫困县全部“摘帽”的伟

大成就，但扶贫工作没有因此终结，部分脱贫户受到自身及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存在较大返贫

风险，一些边缘人口存在贫困风险，这不仅会对已经取得的脱贫成果产生不利影响，还会严重阻

碍后续扶贫工作的推进。因此，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必须有效避免再次返贫。与此同时，2021 年

中央文件指出将为脱贫县设立 5 年的过渡期，保持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完成从脱贫攻坚向乡

村振兴的转变。而在这个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就是需要构建“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充分

保障脱贫成效的可持续，从而最终实现“防止返贫”的长效性。

随着防止返贫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意义的不断凸显，如何“防止返贫”也成了学术界讨论

的热点问题。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帮扶政策推动方面（李志平，2017；周迪和王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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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修宗峰等，2022），那么企业如何响应政府的政策号召？扶贫行为取得成效的机制路径是什

么？较少有文献关注。只有弄清了政策影响企业的微观机制路径，才能充分发挥政策的号召作

用，不断引导企业配合政府工作，积极参与扶贫和切实提升扶贫成效，以政企协同扶贫来实现

“防止返贫”的终极目标。本文梳理了政策导向到企业扶贫成效的微观传导机制，对关于“防止

返贫”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有利于充分发挥政府号召的重要价值，体现企业对政府的响应

和配合，这是本文的一个创新点。

贫困发展的动态性及成因的复杂性决定了“防止返贫”任务的长期艰巨性。要真正实现“防

止返贫”的目标，必须保证扶贫行为的稳定性与持续性。目前的政策侧重于企业对贫困地区的

单向帮扶行为，容易造成企业丧失积极性。因此，政府应积极开展脱贫攻坚评选表彰活动，充分

肯定企业的扶贫成效，激发企业扶贫的内生动力。从企业价值提升的角度，构建企业内驱力的路

径，有利于实现企业扶贫与自身发展的有效结合，形成长久持续的良性循环，构建“防止返贫”的

长效机制，这也是本文另一个创新点。

企业在扶贫过程中，有多种扶贫路径，例如从产业、就业、教育、医疗、生态等多个方面进行

帮扶。要想实现“防止返贫”的长效性，考虑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帮扶思路，有必要对

不同方式的扶贫效果进行对比分析，进而找出更为有效的方式，达到过渡期后脱贫人口持续致

富的目标，最终实现“防止返贫”。为了寻找出最佳的扶贫方式，本文进一步对比不同帮扶路径

产生的扶贫成效，以此构建更具成效的作用机制。

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分析政策导向影响路径，梳理政府政策到企业

扶贫成效的传导机制，充分发挥政策导向的积极作用，以政府号召、企业响应推动政企协同扶

贫。第二，构建企业内驱力路径，验证扶贫成效通过企业价值来激发下一步扶贫行为的影响机

理，进一步增强企业与政府的协同合作，不断激发企业扶贫的内生动力，保障扶贫行为及扶贫成

效的持续稳定，真正实现“防止返贫”的长效性。研究发现，企业积极响应扶贫政策，能显著提升

扶贫成效，进而提高企业价值，激发企业实施下一步的扶贫行为，从而形成“防止返贫”的长效机

制。此外，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和就业扶贫是更为有效的扶贫方式。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体现在：第一，拓展了“防止返贫”的研究视角，从政企协同的角度来构

建“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补充了现有文献。第二，深入分析了政策导向影响路径，梳理政策导

向到企业扶贫成效的微观传导机制，体现了政府号召的重要价值。第三，系统构建了企业内驱力

路径，探讨从政府激励到企业下一步扶贫行为的作用机制，分析了激发企业扶贫内生动力的有

效路径。

本文剩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介绍数据

来源、变量说明和模型设定；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基于政企协同角度构建“防止返贫”长效机

制，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是进一步讨论；最后总结所得结论并提出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政策导向影响路径的理论依据

近年来，我国大力出台各项扶贫政策，积极鼓励、动员企业参与到脱贫攻坚的行动中，鼓励

企业落实扶贫责任，发挥自身优势，通过发展产业、安置就业等多种举措，积极开展扶贫行动，帮

助贫困群众摆脱贫困。同时，政府还制定了切实有效的支持政策，例如税收优惠、职业培训补贴

等，进一步鼓励企业参与扶贫。因此，在政策的引导下，企业会更多地参与到扶贫中。

企业行为理论表明，企业生产经营的最终目的是追求经济利润的最大化，但是外界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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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结构等多方面因素，会影响企业具体目标的制定与执行（Cyert 和 March，1963）。企业为了

促 进 自 身 发 展 ， 会 及 时 应 对 内 外 部 环 境 变 化 并 做 出 相 应 的 战 略 反 应 （ Marchesi 和 Andrews，

1971），而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中极为重要的部分便是与企业相关的各种政策（陈启杰等，

2010）。因此，对于政府脱贫攻坚的各项政策，企业会积极响应，并采取扶贫行动。从政府与企业

的关系上考虑，同样能够得出相关的结论。资源依赖理论指出，任何组织都需要与外界进行资源

互换来维持生存，特别是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互动（虞维华，2005）。在脱贫攻坚的过程

中，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希望企业利用自身在市场、资金等方面的优势进行扶贫，而企业也会与政

府保持良好的关系，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加入到扶贫的队伍中。因此，综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

政策导向会促使企业产生扶贫行为。

在此基础上，企业战略行为理论能够进一步说明企业行为的后果。差异化的战略行为能够

帮助企业增强市场竞争力，取得预期成效。Zahra 等（1988）研究发现企业战略行为显著提升企业

绩效。扶贫作为一项企业战略行为，只有在企业真正开展行动的前提下，才能取得相应的成效。

并且企业扶贫的规模越大，越能产生积极的影响（胡浩志和张秀萍，2020），因为更多资金的支持

和资源的投入，能够帮助企业更好达成预期的目的，即企业扶贫行为能够显著提升扶贫成效。综

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政策导向影响路径，即假说 1。

假说 1：政策导向促使企业产生扶贫行为，并提升扶贫成效。

（二）企业内驱力的路径分析

资源基础理论表明企业拥有的异质性资源是其具备持久竞争优势的基础和源泉（Barney，

1991）。这里的资源包括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两种类型。而异质性特质要求该资源是有价值的、

稀缺的以及不能替代的。基于该理论展开的关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研究发现，社会责任的履

行能够帮助企业创造自身的竞争优势，即使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也依然能够取得胜利（邓新

明等，2016）。而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能够增强企业与股东、消费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

信任，从而降低企业所需承担的隐形成本（McWilliams 和 Siegel，2001）。同时，还可以树立良好的

企业形象，形成优质的品牌效应，这有助于企业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总的来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从而提升企业经济利益，促进

企业价值的提高。而本文重点研究的扶贫，实质上是企业在当下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具

体而言，企业取得的扶贫成效，能够为企业带来品牌和声誉两种具备异质性的无形资产，由此帮

助企业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继而提高企业的收益（Amit 和 Schoemaker，1993）。并且，无论企

业参与何种形式的精准扶贫，他们在信贷支持和政府补贴方面都将获得更多的资源，从而缓解

融资约束（邓博夫等，2020），带动企业价值的提升。因此，综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扶贫成效能够

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

上述企业价值的提升实际上是对企业的回报与激励，继而会影响企业下一步的扶贫行为。

斯金纳的强化理论认为个体为了实现自身目的，会采取一定的行动。如果某一行为能够对其产

生积极的作用，那么这种行为就会重复出现。反之，这种行为就会逐渐减少直至消失（钟力平，

2008）。根据强化的结果，可以将强化分为正强化和负强化两种类型。其中，正强化能够激发个体

参与的积极性，负强化则会弱化个体的行为倾向。将上述理论逻辑运用在实际的贫困治理中，具

体表现为政策对象往往会根据行为后果，对自身形成一定的刺激，从而对之后的行为选择产生

一定的影响（王春城，2021）。若企业发现扶贫能够为自身带来积极影响，则会不断激发企业扶贫

的动力，促使企业持续开展扶贫行动。而在之前的分析中，本文认为扶贫成效能够对企业价值产

生正向的影响，结合这里阐述的强化理论，进一步认为企业价值的提升能够促使企业产生下一

步的扶贫行为。因此，本文提出企业内驱力路径，即假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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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2：扶贫成效能够提升企业价值，从而激发企业下一步的扶贫行为。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的初始样本。由于上市公司从 2016 年开始披露精

准扶贫状况，当下研究能获取的最新数据年度为 2019 年，本文的样本区间设为 2016−2019 年。

基于初始样本，本文剔除了已退市、ST、*ST 以及金融业①的公司，并剔除了存在缺失值的样本，最

终共得到 3 276 家公司和 12 131 条有效观测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上市公司基本情况、财务数据、扶贫数据、董事长相关信息通过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获取，政策导向数据依据《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文本统计得到。

（二）变量定义

1. 核心变量

（1）政策导向（Pol）。在已有的研究中，有学者利用政策关键词的统计信息来反映政策的导

向作用。例如，王韧和刘于萍（2021）以《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监管”“督促”等关键词出现次数

占全文词汇的比例来反映货币政策预期的引导作用。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以产业政策中是否

存在“鼓励”“发展”等关键词来反映产业政策的激励效应。借鉴以上做法，本文对中国政府网公

布的《政府工作报告》进行关键词检索，例如“扶贫”“脱贫”“帮扶”等，以关键词累计出现次数

作为政策导向的指标。同时，为了减少异常值对结果的干扰，对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

Bpr

Dpr

Epr

（2）扶贫行为（ ）。为全面测度企业的扶贫行为，借鉴高勇强等（2011）的做法，将企业的扶

贫行为分为扶贫决策与扶贫力度两个方面。扶贫决策（ ）是反映企业是否选择参与扶贫的虚

拟变量，如果公司有扶贫计划，则该变量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扶贫力度（ ）是以企业在扶

贫中投入资金和物资的总金额来度量，并在加 1 后进行对数化处理。在进一步讨论中，本文利用

五种扶贫方式来更为具体地描述扶贫行为。产业帮扶（Ipa）是以产业发展脱贫项目投入金额来

度量。就业帮扶（Wpa）是将公司职业技能培训人数作为衡量指标。教育帮扶（Epa）是以资助贫困

学生和改善贫困地区教育资源两部分投入金额的总和来衡量。医疗帮扶（Mpa）以贫困地区医疗

卫生资源投入金额来测度。生态帮扶（Ecpa）是以企业生态投入金额来度量。同时，对于上述五

种扶贫方式的测度值，同样在加 1 后取自然对数。

Ppr（3）扶贫成效（ ）。基于政企协同的考虑，本文将以政府视角来反映企业扶贫成效，具体将

依据企业在政府开展的扶贫评选表彰活动中获奖情况来衡量。首先根据获奖级别的高低，对企

业所获的每一个奖项赋值，分别赋予其他、社会团体、区县级、市级、省级和国家级奖项的值依次

为 1 到 6，若没有获奖则赋值为 0。由于部分企业在同一年内获得多个奖项，因而在赋值后，将各

企业在同一年份内所有奖项值进行加总，并剔除同一个项目重复赋值的情况，以此作为该企业

在某一年的扶贫成效。最后，同样对数据加 1 后进行对数化处理。

（4）企业价值（Eva）。主要从市场价值的方向进行考虑，具体将采用托宾 Q 值来度量，计算方

式为市值 A 除以资产总计。

2. 控制变量

高阶理论认为管理者特征影响企业行为（Hambrick 和 Mason，1984），因此，本文从董事长和

徐    娟、童胡艺、徐久香：如何实现“防止返贫”的长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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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行业公司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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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两个层面控制了若干影响企业扶贫的因素。在董事长层面，控制了董事长的学历、性别、年

龄以及是否兼任总经理 4 个变量（高勇强等，2011）。在企业层面，控制了包括公司成立年限、上

市年限、员工总数、总资产、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周转率、公司盈利能力和前三名

高管报酬总额在内的 9 个变量（胡旭阳，2020）。此外，还加入了年份和行业的虚拟变量，以控制

年度效应（Year）和行业效应（Industry）。结合以上分析与阐述，各变量的定义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核心变量

政策导向 Pol 《政府工作报告》中扶贫类词频的自然对数

扶贫行为

Bpr

扶贫决策 Dpr 企业有扶贫计划，取值为1，否则为0

扶贫力度 Epr 企业扶贫总金额+1，并取自然对数

产业帮扶 Ipa 产业发展脱贫项目投入金额+1，并取自然对数

就业帮扶 Wpa 职业技能培训人数+1，并取自然对数

教育帮扶 Epa （资助贫困学生投入金额+改善贫困地区教育资源投入金额）+1，并取自然对数

医疗帮扶 Mpa 贫困地区医疗卫生资源投入金额+1，并取自然对数

生态帮扶 Ecpa 生态投入金额+1，并取自然对数

扶贫成效 Ppr
按照获奖级别高低对每一企业在扶贫中获得奖项赋值

对同一年内赋值加总后+1，并取自然对数

企业价值 Eva 市值A除以资产总计

控制变量

学历 Edu
1代表小学及以下；2为初中；3为高中或中专；4为大专；5为本科；

6为硕士；7为博士；8为博士后；9为未知

性别 Gender 董事长为男性取值为1，女性为0

年龄 Age 董事长实际年龄的自然对数

是否兼任总经理 DDt 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取值为1，否则为0

公司司龄 Firmage 公司司龄+1，并取自然对数

上市年限 Ltime 公司上市年限+1，并取自然对数

员工总数 Employee 公司员工数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Debt 公司年末总负债除以总资产

净资产收益率 ROE 公司净利润除以净资产

总资产周转率 TTA 公司营业收入除以平均资产总额

公司盈利能力 Profit 公司净利润除以营业总收入

前三高管报酬总额 TTT 公司前三名高管报酬总额+1，并取自然对数

年度效应 Year 根据样本区间设置的虚拟变量

行业效应 Industry 按照2012证监会一级行业分类设置的虚拟变量
 
 

（三）模型构建

1. 政策导向影响路径的检验方法

参考 Alesina 和 Zhuravskaya（2011）、Persico 等（2004）的做法，验证政策导向影响路径，构建如

下回归模型：

Pprit = α10+α11Polit +

13∑
j=1

θ1 jControl j,it +
∑

Industry+
∑

Year+εit （1）

Pprit = α20+α21Polit +α22Bprit +

13∑
j=1

θ2 jControl j,it +
∑

Industry+
∑

Year+uit （2）

i t其中， 代表上市公司， 表示年份，扶贫行为由扶贫决策和扶贫力度来测度，即 Bprit=(Dprit,Ep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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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表示 13 个控制变量。

α11

α21

α11 α21

模型（1）考察政策导向对扶贫成效的直接影响，若 显著为正，说明政策导向有助于提升扶

贫成效。模型（2）在模型（1）基础上加入扶贫行为变量， 表示在控制企业扶贫行为的基础上，政

策导向对扶贫成效的作用。若相较于 ， 系数估计值减小，同时显著性没有明显变化，则说明

在政策导向影响扶贫成效的过程中，有一部分影响实际上是通过扶贫行为产生的，即扶贫行为

是政策导向对扶贫成效产生影响的机制，从而验证了假说 1。

2. 企业内驱力路径的检验方法

为了实现“防止返贫”的长效性，需要充分挖掘企业扶贫的内在动力，保障扶贫行为及扶贫

成效的可持续。根据第二部分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本文认为企业取得的扶贫成效能够提升企

业价值，继而激发下一步的扶贫行为，由此形成企业扶贫的良性循环。从本质上看，验证上述假

说实际上是需要证明企业内驱力路径。因此，再次运用前文提出的分析方法，构建模型（3）和（4）

来进行验证，具体如下：

Bpri,t+1 = β10+β11Pprit +

13∑
j=1

θ1 jControl j,it +
∑

Iudustry+
∑

Year+εit （3）

Bpri,t+1 = β20+β21Pprit +β22Evait +

13∑
j=1

θ2 jControl j,it +
∑

Industry+
∑

Year+uit （4）

β11

β11 β21

在验证企业内驱力路径时，考虑到扶贫力度以具体的扶贫金额来衡量，能确切地表明实施

了扶贫行为，因而此处扶贫行为主要是用扶贫力度来度量。模型（3）探究了扶贫成效对下一期扶

贫行为的影响，若 显著为正，说明扶贫成效有利于激发企业实施下一期的扶贫行为，表明政府

给予企业的荣誉能够有效激励企业，政企的协同互动有助于保障扶贫行为的可持续性，从而实

现“防止返贫”的长效性。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企业价值变量，若相较于 ， 系数估

计值明显减小，则说明在扶贫成效激励企业实施下一步扶贫行为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作用是通

过企业价值提升带来的，说明企业价值是扶贫成效对下一步扶贫行为的作用机制，即存在企业

内驱力的影响路径，从而验证了假说 2。

四、实证分析及相关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根据表 2 所示，在所研究的样本中，“扶贫”“脱贫”等关键词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平均出现

了 23 次。从扶贫行为来看，约有 25.2% 的企业拥有扶贫决策，而企业平均扶贫金额达到 2.178 万

元。扶贫成效的统计结果说明，上市公司平均获得一个社会团体级别的扶贫荣誉。以上反映扶

贫状况的变量在不同企业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企业价值的均值大于 1，说明所选择的样本企业

市场价值较高，同时也应注意到不同企业的价值存在较大差距。此外，控制变量的取值均处于合

理的范围之内。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Pol 3.143 0.412 2.639 3.466 3.584

Dpr 0.252 0.434 0.000 0.000 1.000

Epr 1.156 2.258 0.000 0.000 13.673

Ppr 0.078 0.405 0.000 0.000 4.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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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导向影响路径的实证分析

表 3 报告了政策导向影响路径的回归结果，列（1）为扶贫成效对政策导向的基础回归结果，

列（2）和列（3）分别为加入扶贫决策和扶贫力度的结果。第（1）列的结果显示政策导向的系数估

计值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政策导向对扶贫成效具有正面促进作用。政府发出

扶贫号召，积极鼓励、引导企业参与脱贫攻坚，在丰富的政治资源以及良好的政企关系的驱动下，

企业积极响应，并密切配合，取得显著的帮扶成效。第（2）、（3）列的结果显示在基础回归中加入

扶贫决策和扶贫力度后，政策导向系数估计值从 0.067 分别减小为 0.050 和 0.043，说明在政策导

向影响扶贫成效的过程中，扶贫行为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政府的政策导向以及税收优惠、职业

培训补贴、财政贴息等支持政策，吸引了众多企业参与扶贫，并通过扶贫资金及相关资源的投入，

有效提升扶贫成效，以此表明存在政策导向影响路径。具体而言，政策导向促使企业产生扶贫行

为，并提升扶贫成效，从而验证了假说 1。
 

表 3    政策导向影响路径

因变量：Pprit （1） （2） （3）

Polit

0.067*** 0.050*** 0.043***

(0.013) (0.012) (0.012)

Bprit

0.200*** 0.055***

(0.010) (0.00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2 131 12 131 12 131

　　注：Bprit = (Dprit, Eprit)，列（2）为Dpr对应结果，列（3）为Epr对应结果。括号里为标准误，常数项省略，***、**和*分别表示在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下表同。
 
 

以上研究过程梳理了政策导向的影响路径，充分体现了企业对政府号召的积极响应，说明

政企协同扶贫能够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快推进我国减贫进程，因而研究结论对国家扶

贫政策的制定和企业扶贫状况的改善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从国家层面来说，由于政策导向能

够改善企业扶贫行为，提升扶贫成效，因此国家要重视政策导向的积极影响，充分发挥扶贫政策

对企业扶贫行为的引导作用，制定合理的引导方式来激发企业扶贫行为，加大扶贫力度，进一步

提升扶贫成效，并时刻关注政策导向的结果，依据当下扶贫状况及时制定、调整政策，保障政策的

有效性，为减贫事业的推进提供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以此实现“防止返贫”的目的。从企业来

 

续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Eva 1.934 1.362 0.717 1.569 45.140

Edu 5.785 1.253 1.000 6.000 9.000

Gender 0.948 0.222 0.000 1.000 1.000

Age 3.965 0.155 3.135 3.970 7.610

DDT 0.257 0.437 0.000 0.000 1.000

Firmage 2.972 0.288 1.099 2.996 4.174

Ltime 2.048 0.942 0.000 2.197 3.401

Employee 7.760 1.264 3.401 7.673 13.041

Debt 40.974 19.862 0.840 39.920 179.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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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要想提升扶贫成效，需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加入脱贫攻坚队伍。同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加大资金、技术等资源的投入，并将其与贫困地区的资源禀赋相结合，切实增强扶贫成效，推动

“防止返贫”目标的实现。

（三）企业内驱力路径的实证分析

表 4 报 告 了 企 业 内 驱 力 路 径 的 估 计 结

果，显示扶贫成效对下一步扶贫行为的影响

以及加入企业价值变量后两者的关系。结果

显示，扶贫成效的系数估计值始终显著为正，

说明扶贫成效能够有效激发企业实施下一步

的扶贫行为。扶贫成效体现了政府对于企业

扶贫行为的认可程度，对企业起到了很好的

激励效应。在加入企业价值后，扶贫成效的

回归系数减小，且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

著，说明在扶贫成效影响下一步扶贫行为的过程中，企业价值起到了显著作用，企业价值的提升

促进了下一步的扶贫行为。可能的原因是扶贫成效为企业在社会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及声誉，

能够帮助企业缓解融资约束，带来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从而有效提升企业价值。当企业认识到扶

贫对于自身发展的促进作用后，激发了扶贫的内生动力，持续进行扶贫行为，从而实现扶贫行为

的良性循环。同时，扶贫成效能够发挥精神引领和典型的示范作用，在企业间形成辐射效应，带

动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扶贫。以上分析表明企业取得扶贫成效后，有助于提升价值，这一正向反

馈能激发下一步的扶贫行为，说明企业内驱力路径成立，假说 2 得以验证。

企业内驱力路径意味着利用政府激励，充分挖掘企业扶贫的内在动力，形成企业扶贫与自

身发展的良性循环，有利于保障扶贫行为和扶贫成效的稳定持续，最终达成长效脱贫的目的。因

而，充分发挥政府激励效应，有效利用政企协同扶贫能够在“防止返贫”的实践中起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因此，我国需要重视政府扶贫评选表彰活动的正面价值，授予具有突出贡献企业荣誉称

号，以政府激励来进一步挖掘企业扶贫的内在动力。同时从国家政策制度层面制定并完善企业

扶贫的激励政策，例如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发放扶贫补贴等，并增强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切实提升

扶贫成效，最终实现“防止返贫”的长效性。

（四）稳健性检验

1. 考虑贫困县的影响

相关研究表明，扶贫力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陈扬乐，2003）。因此，企业扶贫状

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一方面，位于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拥有更好的

经营状况，因而更有能力开展扶贫。另一方面，地处贫困地区的企业对于扶贫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有着更为深刻的感受与理解，并且受到更多来自政府的支持与帮助，更愿意参与扶贫。而贫困县

能够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扶贫状况，因此，本文在回归模型中控制

贫困县数量，避免由此造成的估计偏误。

表 5 结果显示，在控制贫困县的影响后，政策导向及扶贫成效变量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

显著为正，并且在分别加入扶贫行为和扶贫成效后，回归系数明显减小，再次证明了政策导向的

影响路径和企业内驱力路径。同时，在所有回归中控制变量 Province 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贫困

县会对企业扶贫行为和扶贫成效产生影响。

表 4    企业内驱力路径

因变量：Epri,t+1 （1） （2）

Pprit

0.575*** 0.572***

(0.048) (0.048)

Evait

0.039**

(0.01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行业、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8 855 8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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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考虑贫困县的影响

Panal A：政策导向影响路径 Panal B：企业内驱力路径

（1）Pprit （2）Ppriit （3）Pprit （4）Epri,t+1 （5）Epri,t+1

Polit

0.068*** 0.051*** 0.043***

Pprit

0.555*** 0.553***

(0.013) (0.012) (0.012) (0.048) (0.048)

Bprit

0.193*** 0.054***

Evait

0.035**

(0.010) (0.002) (0.017)

Provinceit

0.007*** 0.004*** 0.003***

Provinceit

0.073*** 0.072***

(0.001) (0.001) (0.001) (0.006) (0.00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行业、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12 131 12 131 12 131 N 8 855 8 653

　　注：Bprit=(Dprit,Eprit)，列（2）为Dpr对应结果，列（3）为Epr对应结果。
 
 

2. 运用相对指标衡量扶贫成效

Pptr

Pprp

为了让扶贫成效反映更全面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不同企业取得扶贫成效的差异，本

文运用成效排名和成效占比两个相对指标来重新衡量扶贫成效。（1）成效排名（ ）：将各年份

中所有公司的扶贫成效由小到大进行排序并依次赋值。（2）成效占比（ ）：用各公司在某年份

的扶贫成效去除以该年份内所有公司取得的成效总和。表 6 结果显示，无论采用哪个相对指标，

均能验证政策导向影响路径与企业内驱力路径，表明之前的研究结论比较稳健。
 

表 6    运用相对指标衡量扶贫成效

Panal A：运用成效排名衡量扶贫成效

政策导向影响路径 企业内驱力路径

（1）Pprrit （2）Pprrit （3）Pprrit （4）Epri, t+1 （5）Epri, t+1

Polit

0.238*** 0.174*** 0.137**

Pprrit

0.119*** 0.118***

(0.059) (0.057) (0.054) (0.012) (0.012)

Bprit

0.728*** 0.224***

Evait

0.039**

(0.045) (0.009) (0.017)

Panal B：运用成效占比衡量扶贫成效

政策导向影响路径 企业内驱力路径

（1）Pprpit （2）Pprpit （3）Pprpit （4）Epri, t+1 （5）Epri, t+1

Polit

0.051*** 0.038*** 0.032***

Pprpit

0.759*** 0.755***

(0.010) (0.009) (0.009) (0.063) (0.064)

Bprit

0.151*** 0.042***

Evait

0.039**

(0.007) (0.001) (0.01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行业、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12 131 12 131 12 131 N 8 855 8 653

　　注：Bprit = (Dprit, Eprit), 列（2）为Dpr对应结果，列（3）为Epr对应结果。

3. 运用其他影响机制检验方法

本文借鉴 Chen 等（2020）的做法，再次验证政企协同的两条机制路径。首先利用因变量 Y 对

核心解释变量 X 进行回归，其次利用机制变量 M 对解释变量 X 回归，若在以上两个回归中，核心

解释变量 X 的系数均显著，同时有相关的理论或逻辑证明机制变量 M 对因变量 Y 的影响，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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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存在 X 通过影响 M 作用于 Y 的机制路径。表 7 结果说明政策导向对扶贫行为和扶贫成效具

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前文的理论分析表明扶贫作为企业战略行为，在更大的行动力度下，通常能

够获得更为突出的成效，也就是说，扶贫行为对扶贫成效具有正向作用，从而说明政策导向通过

激发企业扶贫行为来提升扶贫成效，即验证了政策导向影响路径。企业内驱力路径回归结果说

明扶贫成效对企业价值及下一步扶贫行为具有正面效应，根据斯金纳强化理论可知，价值提升

作为参与扶贫的积极影响，会激发企业下一步的扶贫行为，由此说明扶贫成效通过提高企业价

值，促使企业产生下一步的扶贫行为，再次验证了此前的研究结论。
 

表 7    运用其他影响机制的检验方法

Panal A：政策导向影响路径 Panal B：企业内驱力路径

（1）Pprt （2）Dprt （3）Eprt （4）Eprt+1 （5）Evat

Polt

0.067*** 0.081*** 0.423***

Pprt

0.575*** 0.079***

(0.013) (0.016) (0.079) (0.048) (0.02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行业、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12 131 12 131 12 131 N 8 855 11 927
 
 

4. 排除异方差和自相关影响①

为了排除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对模型估计的影响，进一步提高分析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

用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及聚类稳健标准误对普通标准误进行调整。其中，聚类稳健标准误以企业

所属行业为聚类变量，以此解决随机扰动项之间可能存在的自相关问题，同时更好地控制同一

行业内企业的扶贫特征。结果表明政策导向通过影响扶贫行为，对扶贫成效起作用，而扶贫成效

通过影响企业价值，对下一步的扶贫行为起作用，说明此前的研究结论稳健。

五、进一步讨论

（一）不同帮扶方式的有效性探讨

从长远来看，要想实现“防止返贫”的目标，必须从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构建长效扶贫机

制。从外因上来说，政府与企业要保持现有的帮扶政策、激励举措和帮扶行为总体稳定，并且起

到持续性的效果，这也是本文在前面的分析中主要讨论的内容。从内因上来说，在政府与企业的

帮扶下，贫困县需要具备能够实现持续发展的渠道，贫困户需要拥有稳定创收的能力。因此，在

当下巩固脱贫成果和“防止返贫”的阶段，企业需要改变早期慈善捐赠的帮扶模式，从“授人以

鱼”的帮扶转向“授人以渔”的帮扶，依靠多元化的扶贫手段，有效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脱贫动

力，形成稳定的收入来源，从而实现长效脱贫和“防止返贫”的目的。因此，本文作了进一步探

究，深入探讨企业应该采用何种扶贫方式来更为高效地达成“防止返贫”的目标。

从实际情况来看，返贫的诱因主要来自于返贫者自身文化和技能的缺乏、较弱的脱贫主观

能动性、返贫地区环境资源的短缺和各种灾害疾病。同时，扶贫政策指出“防止返贫”需要依靠

产业帮扶、就业帮扶、综合保障等帮扶手段。因此，基于现实状况及政策导向的双重考虑，本文具

体探讨产业、就业、教育、医疗、生态五种扶贫方式。

多元的扶贫方式从本质上看是更为具体的扶贫行为。在寻找更为有效的扶贫方式前，首先

徐    娟、童胡艺、徐久香：如何实现“防止返贫”的长效性？

① 限于篇幅，分析表格省略，读者若是感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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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具体帮扶方式视为扶贫行为的分类变量。然后参考 Chen 等（2020）的方式进行验证，重点检验

政策导向对扶贫方式的促进作用。同时，现有文献表明，不同扶贫方式均能产生扶贫成效。例

如，易玄等（2020）认为产业和就业帮扶属于长效的扶贫机制，能够为贫困户提供有效帮助，并实

现企业发展与脱贫攻坚的有机协调，而教育、医疗和生态帮扶能够产生积极的市场反应。赵颖等

（2021）也肯定了教育帮扶的重要价值。

考虑到各种扶贫方式的测度指标存在差异，为便于对比分析，首先对五个扶贫方式变量进

行标准化处理。表 8 报告了具体帮扶方式的机制分析结果，依次呈现政策导向对扶贫成效、产

业、就业、教育、医疗以及生态帮扶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策导向显著促进产业、就业及教育帮扶，

而企业能够通过这三种帮扶方式，取得扶贫成效。其中，产业扶贫以经济效益为核心，通过发展

产业的方式，促进资本积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实现贫困地区稳定增收，从而产生显著的扶贫成

效。就业扶贫，能够为贫困劳动力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并获得赚取稳定收入的渠道，还能带动地方

产业发展，助力实现脱贫攻坚目标。而教育扶贫能够解决贫困家庭学生的上学问题，有效阻断贫

困的代际传递，增强贫困地区发展致富能力。因此，产业、就业、教育帮扶均能显著提升扶贫成效。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为了说明研究结论稳健可靠，本文进一步参考 Dell（2015）的方法，加

入政策导向变量与帮扶方式变量的交互项来进行稳健性检验。交互项系数有两层含义：一方面，

若系数显著为正，则说明政策导向通过影响这几种扶贫方式，促进扶贫成效提升，从而验证表 8
中结论的稳健性。另一方面，能通过比较系数大小来对不同帮扶方式进行异质性分析，判断哪种

帮扶方式能与政策导向相结合，产生更好的扶贫成效。
 

表 8    具体帮扶方式的机制分析

（1）Pprit （2）Ipait （3）Wpait （4）Epait （5）Mpait （6）Ecpait

Polit

0.067*** 0.109*** 0.087** 0.118*** 0.053 0.021

(0.013) (0.035) (0.035) (0.035) (0.034) (0.03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2 131 12 131 12 131 12 131 12 131 12 131
 
 

表 9 报告了扶贫方式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列（1）为扶贫成效对政策导向的基础回归结果，列

（2）在模型中加入政策导向与产业帮扶的交互项，并控制对应的帮扶方式变量。与此类似，列（3）

和列（4）分别是就业帮扶、教育帮扶的回归结果。从交互项的结果来看，所有交互项系数均显著

为正，进一步说明在政策导向的作用下，企业可以通过产业、就业、教育三种扶贫方式来起到提

升扶贫成效的目的。在控制各扶贫方式后，进一步比较交互项的系数，即对比列（2）、（3）、（4）的结

果，发现产业帮扶和就业帮扶所对应交互项的系数更大，从而表明产业帮扶和就业帮扶是更为

有效的扶贫方式。

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作为最佳的扶贫方式，在实现“防止返贫”目标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价

值。首先，从政企协同的角度看，产业及就业扶贫能够促进政府、企业和贫困户之间的资源整合，

促进当地产业发展，增强帮扶主体与贫困户之间的合作关系，有效保障各方利益，不断激发帮扶

主体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由此实现扶贫行为及扶贫成效的可持续性。其次，这两种帮扶方式能够

增强贫困群众脱贫的内生动力，并提供就业机会与职业培训，提升他们的成就感与价值感，帮助

贫困群众摆脱在传统慈善捐赠中被动接受帮扶的状况，实现从“被动帮扶”到“主动脱贫”的转

变，最终达成脱贫的目标。最后，产业扶贫能够促进地方产业链的发展，就业帮扶能够为贫困户

提供工作机会，以此带动贫困户稳定增收，而这是最终实现“防止返贫”长效性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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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扶贫方式的稳健性检验

（1）Pprit （2）Pprit （3）Pprit （4）Pprit

Polit

0.067*** 0.055*** 0.059*** 0.056***

(0.013) (0.012) (0.012) (0.012)

Polit×Bprit

0.058*** 0.061*** 0.022**

(0.009) (0.009) (0.009)

控制帮扶方式 产业帮扶 就业帮扶 教育帮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2 131 12 131 12 131 12 131

　　注：Bprit = (Ipait, Wpait, Epait), 列（2）、（3）、（4）分别为Ipa、Wpa、Epa对应结果。
 
 

为此，在现阶段“防止返贫”的实践中，我国需要强化对于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重要性的认

识，充分发挥两者作为更有效扶贫方式的优势，统筹制定、执行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的政策措施，

完善相关扶贫制度，以发展产业、提供就业的方式实现贫困户的稳定脱贫。同时，企业需要充分

利用地区独特的资源禀赋，依靠自身在市场、资本、技术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构建并打

造具有特色的产业链，与贫困地区建立长期稳定的供销关系，并借助互联网等渠道，加大产品的

宣传、销售与推广。同时，广泛组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引导贫困劳动力积极参与就业并提高专

业技能，以此助力贫困户的稳步创收和持续增收，实现资源向资本的转化，最终以可持续发展促

进“防止返贫”的长效性。

（二）影响机制的异质性分析

1. 企业规模的差异

企业规模能够反映其生产经营及资金状况，因而与企业扶贫状况密切关联。一方面，大规模

企业通常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通常会在扶贫的过程中投入更多的资金。另一方面，大规模企业

在追求经济利润的同时，会更加兼顾社会效益，保持良好的政企关系，实现自身长期发展的目

标。为此，本文将分析大规模企业和小规模企业在政企协同扶贫上的差异。其中，大规模企业和

小规模企业将依据资产总额进行划分，总资产在第 25 百分位之前的企业作为大规模企业，第

75 百分位之后的企业作为小规模企业。

表 10 结果说明政策导向及扶贫行为对于大规模企业扶贫成效的促进作用更大，而扶贫成

效对小规模企业下一步扶贫行为具有更强的激励效应。这可能是因为大规模企业注重经济效益

的同时，更加重视自身长远发展，因此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参与扶贫攻坚，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不断提高社会效益。而小规模企业可能更注重政府为自身带来的价值提升，在企业经营发展过

程中，更以经济效益为出发点。因此，为了加快实现“防止返贫”的目标，需要加强对于大规模企

业的政策引导，充分挖掘小规模企业扶贫的内在动力，制定更具针对性的举措，更好实现政企协

同扶贫的良性循环。

2. 企业产权性质的差异①

本文基于企业产权性质的差异，探讨政策导向及政府激励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产生的

异质性影响。根据分析结果，政策导向在国有企业中发挥更大的正面效应，更能促使企业产生扶

贫行为，从而提升扶贫成效，说明国有企业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积极响应政府的扶贫号召。而

扶贫成效在非国有企业中具有更强的激励作用，更能提升非国有企业价值，从而激发下一步的

徐    娟、童胡艺、徐久香：如何实现“防止返贫”的长效性？

① 限于篇幅，下文的分析表格省略，读者若是感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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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行为，说明非国有企业具有更强的利益驱动力，更多基于自身经济效益的考虑来参与扶贫

攻坚。因此，充分发挥政府政策对国有企业扶贫的导向作用以及政府激励对非国有企业的驱动

作用，能够加快实现“防止返贫”的目标。
 

表 10    企业规模的差异

Panal A：政策导向影响路径 Panal B：企业内驱力路径

因变量Pprit

大规模企业 小规模企业
因变量Epri, t+1

大规模企业 小规模企业

（1） （2） （3） （4） （5） （6） （7） （8）

Polit

0.098** 0.051 0.003 0.004
Pprit

0.409*** 0.404*** 0.747*** 0.716***

(0.039) (0.035) (0.015) (0.014) (0.078) (0.080) (0.157) (0.156)

Eprit

0.070*** 0.030***

Evait

0.030 -0.029

(0.004) (0.003) (0.059) (0.02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 030 3 030 3 030 3 030 N 2 258 2 189 2 109 2 080
 
 

3. 企业所在地市场化程度的差异

本部分进一步考察企业所在地市场化程度对政企协同路径产生的差异化影响。本文按照

王小鲁等《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 （2021）》，对 31 省份的市场化程度进行排序，将排名位于

前 16 位的地区判定为具有较高的市场化程度，剩余视为较低的市场化程度地区，而后进行分组

回归。根据分析结果，相较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政策导向及政府激励对所在地市场化

程度较低企业扶贫状况的影响更大，这可能是由于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

对不高，因此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扶贫工作，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指示和要求，积极鼓励企业开

展扶贫，并给予扶贫企业更大的帮助，例如提供资金及政策支持等。这些有利条件都将改善企业

的扶贫状况，激发企业扶贫的动力，提升扶贫成效，从而有力推进我国的减贫进程。因此，这说明

了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更加注重国家政策的引导作用，不断产生扶贫行为，提升扶贫

成效，并保障扶贫行为和扶贫成效的可持续，从而实现“防止返贫”的目标。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以 2016 至 2019 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政策导向影响路径及企业内驱力路径，并进一

步分析影响的异质性及最佳扶贫方式，系统研究如何基于政企协同的角度来实现“防止返贫”的

长效性。研究发现：第一，在政策导向影响路径的作用下，企业积极响应扶贫政策，显著提升扶贫

成效。在企业内驱力路径的作用下，扶贫成效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并激发企业实施下一步的扶

贫行为，形成“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在考虑贫困县的影响和采用相对指标衡量扶贫成效等方

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第二，从帮扶方式来看，产业帮扶和就业帮扶是更为有效

的扶贫方式。从异质性影响来看，政策导向对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而扶贫成

效的激励作用对小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更为显著。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从政府和企业的角度，提出如下可能的政策启示：

第一，政府应该切实增强扶贫政策对企业的引导，时刻关注政策导向的结果，依据当下扶贫

状况及时制定、调整政策，保障政策的稳定。同时，进一步完善优惠政策并落实激励举措，挖掘企

业扶贫的内在动力，为实现扶贫行为的可持续提供有力保障。第二，政府应该采取不同的治理模

式，因地制宜地执行政策，依据不同类型的企业采取差异化的引导和激励机制。例如，进一步增

强扶贫政策对于大规模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导向作用，充分发挥激励制度对小规模企业及非国有

  2022 年第 7 期

•  30  •



企业的驱动效应，从而不断提升政府工作的针对性及有效性。第三，企业应该把扶贫与自身战略

对接，实现扶贫行为与自身发展的良性循环。通过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和开展帮扶行动，树立良好

的企业形象，提升企业知名度与品牌价值，从而带动企业价值提升，为企业下一步的发展带来增

长空间。第四，在扶贫过程中，企业应该通过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等方式，促进资源的有机整合，

强化扶贫主体与贫困户之间的合作关系，帮助贫困户实现收入的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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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Achieve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Preventing
Return-to-Poverty”? Synergistic Roles of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Xu Juan1,  Tong Huyi1,  Xu Jiuxiang2

(1. School of Statistics and Mathematic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2. Guang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Guangzhou 510610, China)

Summary: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Xi Jinping first brought up the idea of “tar-
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2013, and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reafter launched China’s poverty alle-
viation strategy. China secured a victory in the battle against extreme poverty in 2020. In 2021,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set up a five-year transition period in which counties removed from the poverty list are
called to take actions to consolidate the achievement and avoid return-to-poverty. To secure a lasting success
of the strategy, a long-term mechanism that operates both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needs to be implemented.
Externally,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enterprises should maintain their current support policies and programs.
Internally, counties alleviated from poverty should engage more in development-driven projects and diversify
income-generating sources, thus residents in these counties can secure steady income. External support is in-
strumental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Only with stable government and corporate assistance, can rural resid-
ents who are currently lifted out of poverty be incentivized to “learn how to fish” instead of “waiting to be
fed with fish”, and be pulled out of poverty permanently. This empirical study examines external factors of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preventing return-to-poverty” by analyzing the synergistic roles of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Taking China’s listed companies engaged in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from 2016 to 2019 as the analys-
is sample,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policy impact pathway and an enterprise impact pathway. Under the policy
impact pathway, enterprises respond actively to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and contribute to the implementa-
tion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Under the enterprise impact pathway, poverty alleviation measures also
contribute to enterprises’ value boosting and motivate them to engage more in such practices. The combina-
tion of the two pathways forms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preventing return-to-poverty”. Therefore, China
needs to exert the instrumental rol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and adjust such polic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nging poverty alleviation environment. Meanwhile, governments’ recognition activities should be en-
couraged, corporate morale needs to be boosted, and further coope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is
desired. In addi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driven and employment-generating assistance proves to be more
effective, hence more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measures in these regards are called for.

Key words:  preventing return-to-poverty；  synergic roles of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long-term

mechanism； enterprise internal drive （责任编辑　顾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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